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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张树藩

信阳事件发生时，作者正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 公署专员，了解事件全过程。

他指出，当时信阳地区饿死 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 群众

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 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 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

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

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

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

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

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

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

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信阳的浮夸风

1958 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

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

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

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 8 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 1958 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

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 3200 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

亩产小麦 7320 行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说报的，当时

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

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

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

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

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

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 12000 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

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

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 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

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 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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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 16 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

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

绝，竟浮夸成日产 6O00 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

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

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

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

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

就是我看到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

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 1959 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

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

三条线。 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 8 月初召开了一个

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

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

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

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

当时地委 9 个常委中，8 个人认为 1959 年农业生产比 1958 年丰收，是特大丰收

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 72 亿斤，而 1958 年不过 56 亿斤。我在

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

30 多亿斤最多起不过 40 亿斤（后来证实只有 20 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 月底 9 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

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

体讨论定的 72 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

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

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

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

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

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前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着

往，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

议是反右的，但不崩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

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

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

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

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

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 1958 年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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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 16 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

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

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

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

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

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

到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

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报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

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

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殓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

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

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

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

他们县超征购了 700 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

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

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

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

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

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

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腿产粮食．

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

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

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敬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

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

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

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究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

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

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 12000 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

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已不清了），23 个党

员饿死了 20 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

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

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

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星从轻处理的。

到 1959 年 10 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

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

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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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绕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

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

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

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

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饿死人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

“严重右倾错误”。

1、把 1959 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

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

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 8 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

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

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 700 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

对 1958 年小麦亩产 3200 斤和 7320 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

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

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

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

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

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

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

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送来，他很害伯不

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

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

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

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

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

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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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

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

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

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产饿死都没

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

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

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

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

的。直到 1959 年 11、12 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

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

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

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

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

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

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

下来了。 到 1960 年 2 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天找我

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

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

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

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

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

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叁十万之间。

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

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

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

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

调查了解，越查间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

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

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 1960 年 7 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

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

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

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

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

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

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

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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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

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李立，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

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

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

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

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扬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

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

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

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

伴李瑞英 1959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

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

21 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

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

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

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

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

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

杀马～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

（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 毛主席说， 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

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

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

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

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

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

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

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

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

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

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

话了。他的原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

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

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

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

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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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

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

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找

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

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 又拿出 70O 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

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

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

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

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

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

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

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

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

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

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

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

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

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

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

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

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

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

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了

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

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

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

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

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

一九五八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

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

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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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

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

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

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

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

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

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

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

围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

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

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兰圃在河南威

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

一天吃一斤，跟着吴兰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

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

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

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

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1993 年写于病中

(摘自《百年潮》1999 年第 12 期第 39-44 页)


